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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講 純粹經濟損失（財産利益）
——案例比較、共同核心與法律發展（解釋適用及法律整合）
壹 問題提出

一、三個案例
（一）甲挖斷乙的電纜，丙工廠等因停電不能營業受有損失
（二）甲委任乙律師訂立遺囑，贈某車給丙，因乙律師過失致遺囑無效。丙得否向乙請求損害賠償。
（三）甲有某屋，出賣給乙。其後甲以高價將該屋出賣于丙（丙不知，因過失不知，或明知甲已將該屋出售于丙。）幷轉移其所有權。
      1.丙得否向甲請求甲交付出售該屋于丙的價金。
      2.丙得否向甲請求損害賠償或回復原狀：移轉該屋所有權。
二、受保護的權益
（一）受保護的權益是侵權法的核心問題
（二）權利與利益的區別
      1.權利：絕對權受法律保護得對抗世人不受侵害的權利
      2.利益：財産利益（純粹財産利益，純粹經濟損失）
      3.債權究竟爲權利或利益？
贰 純粹經濟損失的意義及侵害樣態和法律政策
純粹經濟損失的意義、樣態
純粹經濟損失的意義
Pure economic loss; reines Vermögensschaden（純粹經濟損害）
經濟損失：純粹經濟損失與附帶經濟損失
       所有權、人身（絕對權、權利）——附帶經濟損失
侵害                                                 財産損失
       純粹財産利益（利益）        ——純粹財産損失
純粹經濟損失發生的樣態
               營業競爭
純               侵害債權 引誘違約（如，二重買賣）
粹    直接侵害   阻塞道路交通（致不能上班、締結合同）
經               製造銷售有缺陷的商品（商品自傷）
濟               專門職業者提供不實資訊或不良服務等（律師書立無效遺囑）
損
失    間接侵害    侵害某人人身，致第三人受有經濟損失
                  侵害某人之物，致第三人受有經濟損失


法律政策
行爲自由與權益保護的權衡
責任的不確定性及水閘理論（floodgate argument）
Justice Cadozo 的名言：A liability in an indeterminate amout for an indeterminate time to an indeterminate class(Ultramares Corporation v Touche et al(1931)174N.E.441 at 444)
合同與侵權責任
合同與純粹經濟損失的保護
侵權行爲法的功能
合同與侵權責任的變遷
A.侵權責任法的擴大
B.合同法的擴大
方法論上的說明
案例比較
异同的發現，共同核心（common core）
研究目的及應用
立法
法律解釋
法律整合
叁  法律的規範模式
法國法
法國民法第1382條：因faute（過錯）侵害他人的，應就其所生損害負賠償責任
Faute（過錯）

     Lien de causalite 因果關係（直接性）
                 概括規定
Domage（損害）  

                 未設限制：控制方法   faute 的意義（32種見解）
                                      因果關係的認定：直接性
                                      損害的認定
大的概括條款
不區別權利與利益
控制方法
合同責任與侵權責任不竟合（no-cumul）
不競合
理由：避免破壞合同責任，遁入侵權責任
二、德國民法
（一）德國民法(BGB)第823條及第826條
（二）區別權益保護的三個小的概括條款

（三）侵權責任与合同責任
1.競合
2.侵權法的擴大(expanding tort law)
3.合同法的擴大（expanding contract law）
（四）臺灣民法采德國民法的規範模式
三、英國法
（一）Common law（普通法） 

Ⅰ.Economic torts：interference with contract, deceit, conspiracy等（以故意intentional為要件）
            Ⅱ.Negligence （過失侵權行為）
合同責任與侵權責任的競合
競合
2.侵權行為法的擴大：duty of care

        3.合同法的限制：consideration, 第三人利益契約（合同）
四、大陸侵權責任法
（一）侵權責任法第6條、第2條
               人格權益：生命、健康、姓名、名譽、榮譽、肖像、隱私等
民    人身權益 

事               身份權益：婚姻自主、監護權等
權                         所有權、用益物權、擔保物權
益    財産權益   財産權    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發現權
                           股權、繼承權
                           等
                 財産利益（？）
財産權益的保護範圍
采概括例示保護的立法方式
財産權益中所明定的，皆爲“財産權”，對財産利益（例如債權）的保護，未爲規定
侵權責任法第2條第二款所稱財産權益，應作擴大解釋，除財産權利外，幷包括財産利益（純粹經濟損失），使此利益在一定範圍亦得受侵權法的保護。
財産利益在何種情形及要件下加以保護，應慎就個案衡量當事人利益加以認定，此已逐漸成爲法院裁判上的課題。
三、侵權責任與合同責任
    1.競合
    2.變動？
四、相關著作
    1.《歐洲合同法中的誠信原則》[德]萊茵哈德 齊默曼、[英]西蒙 惠特克主編，丁廣宇、楊才然、葉桂峰譯，林嘉校，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2. Bussani、Palmen(eds)：Pure Economic Loss i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中文譯本：（意）布薩尼，（美）帕爾默 主編：《歐洲法中的純粹經濟損失——中國·歐盟法律研究系列叢書》，張小義、鐘洪明譯，林嘉審校，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1）本書彙集20個案例
八個典型案例
	案例                   國家、地區
	法國
	德國
	英國
	台湾
	大陆

	反射損失：電纜案件
	√
	×
	×
	×
	×

	專門職業：糟糕的法律服務
	√
	√
合同法

的扩大
	√
	？
	认系财

权受侵害

	一物二责
	知悉
	×
故意背

于善良

风俗加

损害与

他人
	恶意
	故意背

于善良

风俗加

损害与

他人  
	？

	間接損失：義大利全明星隊的安魂曲
	√
	×
	×
	×
	

	受感染的奶牛
	√
	×
	×
	×
	

	產品責任：放映室裏的火災
	√
	√
	×
	×
	

	轉移損失：盡職的妻子
	√
	×
	×
	×
认系夫

的损害
	？

	公共設施：被關閉的高速公路
	√
	×
	×
	×
	？


法國：開放式體系（民法1382）
德國：保守式體系（德民823,826）
英國：實用式體系：Negligence：duty of care
臺灣：基本上同于德國
大陸：
侵權責任法第6條、第2條僅例舉財産權
立法政策上對純碎財産損害（純粹經濟損失）采保留態度
案例一：電纜案件
1.Ⅰ——停電
艾克美（Acme）道路工程公司的一位雇員在操作挖掘機時切斷了公用電纜設施，該電纜為貝塔（Beta）廠輸送電源。這一意外的停電導致該廠的機器設備受到了損害，工廠還因此停工兩天。工廠所有權人就此提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賠償的範圍不僅包括機器設備損失，還包括因停工而導致的生產損失。
2.Ⅱ——工廠停工
事實與案例一相同，另一個工廠所有權人加托（Cato）雖然沒有遭受機器損失，但是其工廠被迫停工由此遭受了停工兩天的損失。
3.Ⅲ——日常工作者
同樣的案例，停工導致加托不得不解雇許多日常工人。這些工人現在向艾克美公司提出請求，要求其賠償兩天的工薪損失。
案例二：糟糕的法律服務
祖父羅伯托（Roberto）希望吉亞科莫（Giacomo）繼承其大部分不動產。但是他的這一願望受挫，因為在公證人為其起草的遺囑中存在許多錯誤。對於公證人，吉亞科莫就自己遭受的損失獲得賠償的機會有多大？
案例三：雙重銷售

安東裏奧（Antonio）將其公寓出售給貝蒂（Betty），而後又賣給辛奇亞（Cinzia），後者知道或者也可能不知道前面發生的買賣。之後安東裏奧很快就帶著價款出國了。辛奇亞在貝蒂之前辦理完畢公寓交易的手續。貝蒂有權就其遭受的經濟損失要求辛奇亞進行賠償嗎？
如果是一台計算機先買給貝蒂而後又賣給幷交付與辛奇亞，答案會是一樣嗎？

案例四：義大利全明星隊的安魂曲
湯瑪斯是全明星籃球隊的核心球員。在錦標賽結束的前幾天，湯瑪斯被汽車撞傷並且三個月無法參賽。由於失去了最好的選手，球隊（從聯賽排名榜首）跌至第四名。球隊所有人由此遭受巨大損失。全明星球隊能對汽車駕駛人提起訴訟嗎？

案例五：受感染的奶牛
奶牛飼養人放任受感染的動物從其建築中逃出。由於受感染的動物逃出，迫使當局關閉牲畜和肉菜市場達10天。奶牛飼養人被以下人員提起訴訟：
   （1）其他動物飼養人，10天以來他們無法出售牲畜；
   （2）市場交易者，他們失去了供應；
   （3）屠宰人，在此期間他們無法從事其職業。

案例六：放映室裏的火災
某晚，在費恩藝術劇院（The Fine Arts Theatre）反映一部動畫片的過程中，由於電線線路中的人為缺陷，電影放映機突然著火。火勢很快被撲滅，除了放映機本身完全損壞之外，沒有發生任何人身損害或者財產損失。電影院被迫關閉五天，直到另一台放映機到位和安裝完畢。影院所有權人對義大利光學公司即放映機的生產商提出訴訟，請求賠償影院關閉期間的客戶損失和收入損失。影院購買放映機的當地零售商已經宣告破產。

案例七：盡職的妻子
某人遭受重大人身傷害被迫躺在病床上達兩個月，期間他完全不能自理。其妻子擁有並且經營著一個小店，由於照顧丈夫其生意被迫停止。現在，她向肇事人提起訴訟，請求賠償生意關閉期間的收入損失。

案例八：被關閉的高速公路
由於駕車人萊德（Ned）的過錯，一輛裝滿化學製品的卡車在高速公路上翻車，此時交通流量特別大。事故沒有牽涉到其他車輛也沒有發生實際損害。但是，當局被迫關閉高速公路達12個小時。有些車輛困在隨後發生的交通堵塞之中，而另外一些駕車人由於及時接到通知而轉向了旁道。卡車所有權人馬裏奧（Mario）因為在高速路上被堵5小時，到達目的地已經遲到，由此無法在當天完成另一個交付，那麼他要提起訴訟，結果會如何呢？而另一位貨車司機，因為高速公路堵塞被迫繞道幾百公里，消耗了大量的汽油並且浪費相當多的時間，那麼他提起賠償之訴並獲得成功的機會如何呢？
肆 案例比較與共同核心的發現
一、方法論的創新與貢獻
（一）Common Core Jus Commue of European Privacy Law Project(Trento Projekt)
（二）二位比較法學者的創新見解
      1.Schleisingez:
        （1）生平：德國，美國學者
        （2）1964年Conneil大學契約上共同核心研究計劃
      2.Sacco
        （1）生平：意大利比較法者
        （2）Sacco的Legal Formats 理論（39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1 and 343，1991）
（三）研究方法
      1.設計案例：共同研討
      2.提出各國的解决方法
       （1）立法
       （2）判例
       （3）學說
      3.异同比較
       （1）异同發現
       （2）分析說明
       （3）發現共同核心
（四）研究目的
      1.歐洲共同私法的整合
      2.提供共同核心作爲整合基礎
伍  電纜案件一——停電
一、電纜案件Ⅰ——停電
【案例】
艾克美（Acme）道路工程公司的一位雇員在操作挖掘機時切斷了公用電纜設施，該電纜爲貝塔（Beta）廠輸送電源。這一意外的停電導致該廠的機器設備受到了損害，工廠還因此停工兩天。工廠所有權人就此提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賠償的範圍不僅包括機器設備損失，還包括因停工而導致的生産損失。
（1）法國
Ⅰ.在法國法中，依據《民法典》第1382-1384條的規定，工廠所有權人有權從艾克美雇員或者公司本身處獲得財産損害賠償，幷且還可就純粹經濟損失獲償。
由于在貝塔廠和艾克美公司之間不存在合同關係，法國法院將視本案涉案行爲爲侵權行爲，幷適用《民法典》第1382-1384條的規定，根據上述條款，貝塔廠可以向切斷電纜的艾克美公司雇員提出訴求（根據第1382-1383條）或者向雇主本人提出（根據第1384條第5款）。
Ⅱ.在對雇主或者雇員提起訴訟時，法院將要求原告證明以下三個要件：雇員存在過錯，原告受有損失以及二者之間存在因果關係（causal link）1970年最高法院（Cour de Cassation）在非常類似的情形中支持對純粹經濟損失進行賠償。某企業家的工人操作推土機時損壞了一條沼氣石油管道，該管道爲原告的工廠輸送能源。原告的企業因為作業被打斷而遭受產品損失。上訴法院（Cours d’ Appel）裁決，根據第1382條（過錯責任）和第1384條（嚴格責任）原告的訴求理由充分，據此裁定原告的純粹經濟損失系由石油管道破裂直接所導致。最高法院維持了上述判决，幷稱這一判决具有充分的依據。
上述案例充分顯示，法國法院不僅僅判決支持從其他實際損失中間接產生的經濟損害的賠償請求，而且支持純粹經濟損失的主張。
如果存在不合標準的行爲（此處指因過錯切斷電纜），法院即可能認定雇員存在過錯的要件，對過錯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係必須舉證，這一點可能也正是據以判定純粹經濟損失問題的分析標準。而且，在當事人之間存在合同關係的情形下，法國法院已經認許了這類損害賠償請求權，在電力供應的停止導致原告的電腦資料庫受到損害幷且由此造成了生産損失的情况下，
法院支持了賠償請求。從因果關係的角度來看，貝塔工廠的訴請賠償並不因為在侵權行為中尋找賠償而使其因果關係變得牽強或者過於遙遠。實際上，情况恰恰相反，在侵權法所包含的因果關係要比合同法中的更爲寬泛，這一原則支持了上述主張。
Ⅲ.產品損失和機器設備損害均毫無區別地歸入實際損失（domamages mat-ériels）的範疇。毫無疑問，這些損害都是客觀真實的。也許，真正的問題是，生產損失是否能夠直接以及是否應當認定因果關係具有充分性。必須記住，下級法院（juges de fond）尚未從最高法院接受到關於因果關係的清晰規則。在因果關係的認定問題上他們似乎既有裁量的餘地也有猶豫的時刻。此外，在損害賠償的量化方面，最高法院也沒有獲得支配地位。這一點可以在一個對工廠造成經濟損失的罷工案件中得到引證。下級法院認定，《民法典》第1382條規定的要件已經具備，但是他們僅給予了名義賠償（nominal damages）。原告上訴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反應是，他們對第一審法院法官裁量的賠償數額不予復審。

（2）英格蘭
 Ⅰ. 貝塔工廠因爲修理受損機器發生的支出可以獲得賠償。若利用受損的機器用以加工處理原材料本應可以獲得一定的利潤，但由于工廠停工導致了利潤的實際喪失，那麽就這種利益的損失也可以獲得賠償。但是如果貝塔公司本可以在這兩天中加工處理未受損的材料並應獲得相應的利潤，則公司不能對這部分可得利益獲得賠償。
Ⅱ. 機器損失：貝塔公司以過失侵權行為提起訴訟。對過失侵權施加責任取決於原告能對如下事實進行舉證：
（1）依據關於過失侵權的法律，他遭受的損失可以獲得賠償。很明顯，財產損害賠償是得到承認的：參加相同的案例Spartan Steel v. Martin;

（2）被告對其負有注意義務（Donoghue v. Stevenson）。
 如果艾克美公司雇員知道或者事先合理預見，在有電纜的情况下，對于相關所有權人他都負有注意義務，應當預見電纜被切斷緊接著電源中斷將可能對他們的人身或者財産造成實際損失：再次參見  Spartan Steel v. Martin;

（3）由於以下事實被告沒有履行其義務：如果他沒有在相類似的情形下對一般的挖掘機盡合理的注意，則艾克美公司雇員就違反了其義務；
（4）違反義務的行為與原告的損失存在因果關係：法律上的因果關係的判斷標準在於實際發生的損失的可預見性（參見The Wagon Mound
）.貝塔公司必須證明，一個跟艾克美公司雇員處于一樣地位合理的人，能够預見電力中斷很可能導致財産損失。
停工兩天的損失：假設生産損失發生在進行必要的機器修理而歇業的期間，而不是機器停止生産期間加工材料的損失，那麽根據過失侵權的法律規定，這種生產損失不能得到賠償：Spartan Steel v. Martin。
這裏也不存在防止上述損失發生的注意義務：再次參見Spartan Steel v. Martin。
另一方面，從Spartan Steel和SCM(UK)Ltd v. W. J. Whittall ＆Son
案件中可以明顯地看到，如果停工實際導致加工過程中的材料受損，貝塔公司就有權對源于這些材料的利潤獲得賠償。
Ⅲ. 很明顯，無論是在過失侵權中可予獲取賠償的範圍的問題，還是在何種場合下發生防止損失的注意義務，都將通過判例根據法院認定的“公正、公平和合理”的原則來進行裁定：Murphy v. Brentwood DC。
或者，誠如丹甯勳爵在Spartan Steel v. Martin案件中所言，根據法律政策來裁定。這雖然産生了不確定性，但是却給體制帶來必要的靈活性，以對經濟損失賠償請求進行審查。而在法院看來，這種損害賠償請求會産生政治、社會、經濟方面的負面意義。
 Murphy案件無疑確認了Spartan案件的裁决，在該裁决中，基于政策考量認爲生産損失不能獲得賠償。
（3）德國
Ⅰ.貝塔廠既能就經濟損失獲償，亦能就停工兩天的損失獲償。這一點是完全確定並且毋庸置疑的。

Ⅱ.機器損失：由于這種損害系對財産的侵害，《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顯然予以適用。如果貝塔廠能够證明艾克美公司雇員存在過錯，則其有權從該雇員處獲得賠償。

惟一值得探討的問題是近因問題（proximate cause），也就是在不法行爲和損害之間是否存在足够有效的聯繫。在一個類似的案件中，德國聯邦法院對此沒有提出任何質疑。
根據《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的規定，無論是直接造成損害的發生抑或經過系列事件傳導後造成了損害，任何人都須對其造成的人身或財産的損害承擔責任。如果爲了維持特定的目標就必須有不間斷的能源供應，那麽切斷供應導致目標不能實現的人，在法律上同時造成了目標不能實現的損失。

停工兩天的損失：由於貝塔廠的財產受到損害，它僅有權根據《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請求賠償。這種請求包括了已出現的金錢損失，因爲這種損失幷不純粹是經濟方面的。依據《民法典》第252條的規定，失去的利益也包括在內。
正如法庭和法律學者解釋的那樣，上述兩種結果都直接來源於《民法典》的規定。

這兩種結果的産生完全符合德國侵權法的基本原則。這種基本原則體現於《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之中。
2．比較法評述
這一案件表明，歐洲在兩方面存在著巨大分歧。首先，最深層次的是，對于禁止或者限制純粹經濟損失，有些國家有特定規則而有些國家則沒有。這種差距是深刻的，但它不是民法法系和普通法法系的差异。這主要是不同體系産生的差壓，一邊是保守、實用的體系，另一邊則是歐洲的放任式體系。其次，在那些有限制賠償特別規則的國家中，在純粹經濟損失的構成範圍上，存在重要的差异。由于存在不同的認定方法，有些體系將案例一中的生産損失視爲一種純粹經濟損失，即便伴隨著財産損失也是如此。然而，另一些體系則將此損失視爲間接經濟損失（因而可以賠償），理由是它源于財産損失。還有其他體系，降低根據損害的性質做出區分的重要性，一律明確拒絕給予賠償。
在比利時、法國、希臘、意大利、西班牙和荷蘭，對純粹經濟損失和間接經濟損失都可獲得賠償。這些體系認爲，貝塔廠所受的兩類損失，本身（per se）幷無不同。貝塔廠機器的損失和兩天的停工損失，僅僅是實際損失的範疇。由于在分析中損害的性質沒有任何作用，在兩類損失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就無從可問了。上述國家的報告中沒有出現也沒有討論“間接經濟損失”的概念，這是不足爲奇的。
在英國法中，損害的性質對于政策的運用起著决定性的作用，這種政策推動著注意義務和因果關係分析的展開。因此，英國法庭會判决，貝塔廠可以對機器損失獲得賠償，而且對正在加工幷被停工損害的原料和商品，也可以獲得賠償。但是除此可能之外，對于機器被損引起的生産損失，是不會有賠償的。即便生産損失與財産損害之間有因果關係（在德國這會被視爲一種寄生性的經濟損失），英國法庭也會對這種因果關係的性質做出極高的要求。在他們的分析中，停工損失不是“真正的間接損失”，[64]因此在那些情形下應認定爲純粹間接損失。蘇格蘭的推理則可能導致不同範圍的注意義務。由于將注意力更多集中到注意義務而非損害的分類，基于這些事實法庭可能不支持賠償，甚至對機器損失亦如此。
在德國和葡萄牙，一旦原告證明他們受到了財産損失（機器的損壞），他們就可連同間接經濟損失獲得賠償。像在英格蘭一樣，這種損失不被視爲是純粹經濟性質的，幷且法庭可能不會去深入調查兩種損失之間的因果關係。存在細微爭論的間接損失似乎容易獲得賠償。[65]在瑞典和芬蘭，缺失一種不同的方法大行其道。儘管這兩種體系允許貝塔廠獲得機器損失的賠償，但他們拒絕對附隨的經濟損失進行賠償，因爲就此損失、對被告的侵權行爲而言，原告是“第三方”。奧地利則緊緊地關上“訴訟閘門”（floodgates）。奧地利法院不再努力去區分損失的類型：當原告爲第三人幷未直接受到損失時，他們現在拒絕給予全部賠償（包括財産損失）。
很顯然，純粹經濟損失和間接經濟損失實際上是因果關係的概念，它們幷非爲奧地利、英格蘭、芬蘭、德國、葡萄牙、蘇格蘭和瑞典所統一持有和適用。在上述體系中，我們可以看到“純度（purity）”的不同方法，而這反過來導致不同的保護水平。在電纜案件Ⅰ中，德國和葡萄牙運用了間接損失的概念，這比英格蘭要開放一些。但是，奧地利、芬蘭和瑞典提供的保護却比英格蘭還要少，這是因爲他們的規則忽視“第三人”受損的差异。由此，他們運用的標準不探究損失的性質，對純粹損失和間接損失一概拒絕給予賠償。
案例二：電纜案件Ⅱ—工廠停工
【案例】
事實與案例一相同，另一個工廠所有權人加托（Cato）雖然沒有遭受機器損失，但是其工廠被迫停工由此遭受了停工兩天的損失。
【討論】
1.法國
Ⅰ.根據《民法典》第1382條-1383條，加托似乎原則上可以就停工損失獲得賠償。
Ⅱ.理論上，就如在案例一（電纜案件Ⅰ——停電）中所闡述的那樣，在法國法中財產損失和純粹經濟損失沒有任何區別。兩類損失都屬於實際損失這一大類。在兩個案件中，調查的重點都將集中於因果關係的問題。
2. 英格蘭
Ⅰ.加托不能對其停工兩天的損失獲得賠償。
Ⅱ.純粹的生產損失而沒有對財產造成任何實際損失，根據過失理論是不能獲得賠償的：Spartan Steel v. Martin。

Ⅲ. Murphy v. Brentwood DC，
其精髓與Spartan v. Martin是協調的，並且確認了作為一種法律政策，純粹的生產損失是不能獲得賠償的。

3.德國
Ⅰ. 加托公司不能就停工造成的損失獲得賠償。同樣，儘管學術著作對確切理由仍有爭論，但是這一結果被廣接受。

Ⅱ. 侵權之訴：第823條第1款下的賠償。由於提起請求需要存在對“絕對權”的侵害，而且由於加托沒有遭受任何財產損失，乍一看來其訴訟似乎必輸無疑。但是，法庭一直以來承認“已設立且正營業的商業企業的權利”（Recht am eingerichteten und  ausgeübten Gewerbebetrieb）為第823條第1款下的其他權利。

企業所有權人曾經試圖在類似本案的案件中行使這種權利。但是，他們沒有成功，因為德國聯邦法院認為，在（公用）電纜受損導致生產損失時，“已設立且正營業的商業企業的權利”並沒有收到影響。
為了認定侵權，法庭一直以來要求，被告的行為必須與企業經營具有關聯關係（betriebsbezogen）
比如以下就是這樣的情形，假如行為直接指向企業或對其事物尤其是對諸如市場行銷活動的經營進行了干涉。
但是，假如被告的行為僅僅像對其他受害人或者其財產，比如其他家庭、消費者等造成了影響一樣，影響了企業，這是不夠的。
由於絕對權未受侵害，加托的損失依然屬於純粹經濟損失，而且依據第823條第1款的規定不能獲得賠償。
第823條第2款下的賠償：加托必須證明，被告違反了為保護其不受已遭受的這種損失傷害而制定（至少包含於其中）的法律。在類似的情況下，一位元德國原告援引市政建設法典的條文，聲稱該條文已經被違反。但是，德國聯邦法院認為，這些法典的個別條款的立法目的並不在於保護停電造成的生產損失。

第826條下的賠償：假如加托能夠證明被告的行為存在故意和惡意，它甚至可
就純粹經濟損失獲得賠償，但是從本案的事實推導不出存在這種行為。
合同之訴：加托可以主張，艾克美與其合作人之間的合同產生了注意義務，加托成為艾克美過失行為中可預見的第三人受害人並且受到合同保護。這種請求的性質為合同請求權，因此包含純粹經濟損失。這在原則上成立，但對本案而言卻無法成立。只有當第三人（至少）與合同的一方當事人存在密切關係，並且這一方當事人對第三人的安全和福利（比如家庭成員間的）負有保護義務，第三人才是受保護的。在一個與案例二（電纜案件Ⅱ——工廠停工）相同的事件發生之後，德國聯邦法院認定上述要件沒有滿足和具備。

Ⅲ.“已設立且正營業的商業企業的權利”爲帝國最高法院（Reichsgericht）（1945年前的德國最高法院）創設的第823條第1款下的“其他權利”。
目前，這種權利爲所有審判法庭和學術著者普遍接受。
但是，這種認同包含一種風險，所有企業（不同于個人）幾乎都常規地獲得純碎經濟損失的賠償，這明顯違反了第823條第1款的基本原則。因此，目前普遍認爲必須對這種權利進行限制。但是，在如何進行有意義的限制方面却存在分歧。德國聯邦法院的規則已經在學界遭到批評，主要原因在于該規則過于模糊以致沒有任何意義。該規則的內容是，違反必須與類似（betriebsbezogen）的企業存在特別的關係。因此，還需要尋找更有效的替代方法。

最後，認定“已設立且正營業的商業企業的權利”是否受到侵犯，最終還得依靠一下兩方面的平衡：一方面是擺脫第823條第1款的限制對企業給予保護，另一方面是在個案中運用其他（大部分無法言傳）政策考量。判决將依賴于法庭對其面前事實的認定；但是，這仍然是一條法則幷且據此在上訴中可以獲得賠償。停電的兩個案例是那些爲數甚少的場景中的一幕，在這些情景下結果非常明顯而且被廣泛接受。
【比較法評述】
關于這一主題的變化展現了基于過失行爲發生的獨立經濟損失的典型案例。它觸及到了歐洲法律中關于賠償問題的核心。被告切斷電纜的行爲沒有損害加托公司的機器（如電纜案件Ⅰ）；只是導致工廠作停頓和阻礙其生産。加托的請求本質上包含期待利益的損失——它失去的利潤而非其他，幷沒有主張間接經濟損失的賠償。
各種回應表明歐洲體系給這個問題導入了豐富的理性對策。每種傳統都支持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方法，幷借此産生不同的結果。的確，這些回應揭示，在歐洲範圍內，存在四種主要的方法。賠償問題可能即付諸于（1）靈活的因果關係認定；（2）初步的司法審查；（3）排他的因果關係理論；（4）絕對權利的方案。少數國家甚至可能將其中兩種方法相結合，但大部分國家都是選定單一的機制來處理這個問題。儘管如此，在這些政策强調對賠償進行必要的限制。
靈活的因果關係認定方法是放任式體系獨有的特徵。在比利時、法國、希臘、意大利、西班牙和（爲此目的的）荷蘭，儘管沒有發生實際損失，但是加托的生産損失或者說失去的利潤可以根據一般條款獲得賠償。在這一組別中，沒有發展出特別的規則以規範這種特定的賠償問題；相反，構成責任的全部要件一般要求有行爲過錯、損失和因果關係。但是應予指出，在每一種回應中，對因果關係作用的重視都超過了任何其他要件。這就充分地顯示，假如原告的賠償請求存在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般的致命弱點，法官將以因果關係的措辭對其進行認定和表述，譬如主張失去的利潤不確定，或者質疑相同的損失是否由于不同的方法或者不同的原因（比如工人罷工）所造成。當然，沒有證據顯示在電纜Ⅱ案中可能會否定因果關係的存在：每個回應都清楚地表達，基于目前的事實賠償將得到認可。這種信賴同時來源于學說和法律學（doctrinal and jurisdictionial）的判斷，尤其是建立在各國法院在類似“電纜”案件中做出贊同主張的基礎上。但是，如前顯示，因果關係一般規則中固有的巨大靈活性，爲一定程度上的默示决策留有餘地，這種决策默示在後面的案件中將會産生問題。
初步的司法審查是英格蘭和蘇格蘭方法的基礎。在本案這種特定事實條件下不會給予賠償，這是確定無誤的。由于疏忽所致加托公司的“純粹”生産損失（與請求人財産損失完全無關）不能獲得賠償，因爲作爲一種司法政策，幷不存在防止這種損失的注意義務。在存在注意義務的任何情境下，當義務産生幷且减輕通過因果關係分析法或者過錯分析法進行司法决策的壓力時，“注意義務”的審查都會適用。但是正如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判例所昭示，因果關係理論中“間接”和“直接”的概念幷不完全被拋弃。這些概念依然是司法審查過程相當重要的組成部分（在Donoghue案件之前，認定因果關係的間接性是確保責任處于可以接受範圍內的本手段），
但是他們現在被編入了對注意義務的情境認定中。因此，義務的情形與事實密切相關（fact-sensitive）。即使在電纜案件Ⅱ中不會給予賠償，但是基于特別的理由也會認可存在防止純粹經濟損失發生的注意義務，這在後面案件中將看到。
奧地利、芬蘭和瑞典通過適用排他性因果關係來處理賠償問題。在當下的案件中不可能進行賠償，因爲根據奧地利法庭的推理，這種損失幷非“由于侵犯行爲直接所致”而僅僅是一種對第三人的負面效應。同樣，在瑞典和芬蘭，生産損失系不可賠償之“第三人損失”，因爲該損失非基于已受財産損失之人（切斷電纜的所有權人）所遭受。這類國家其實訴諸于政策驅動的直接因果關係的“雙方當事人概念”，簡單說這是侵權法中排除純碎經濟損失賠償的一種直截了當的（categorical）方法。這種方法雖然缺乏靈活性（所有過失侵權損害請求一概被排除），但却可以産生確定的結果。以具有說服力（forceful）的語詞來表達這種苛刻限制的合理性，在保守和實用的體系中依然經常出現，用奧地利法官的話來說，就是有必要避免産生“一種沒有邊界、經濟上無法負荷的、膨脹的法律責任”。
在德國和葡萄牙，由于疏忽行爲造成純粹經濟損失不屬于侵權法保護的“絕對權”的範疇，因而不能獲得賠償。儘管《葡萄牙民法典》沒有明文規定，但是實質幷無差异。由于《民法典》起草者最初的政策極具說服力幷且德國法學家的影響仍在持續，訴訟請求被拒絕。葡萄牙民法之父和當代法官及學者只是對《民法典》一般條款的運用進行了添加。
在我們研究的13國當中，7個國家非常斷然地否决了賠償。這將預示，電纜案件Ⅱ會激起令很多法官感覺焦慮的典型的“夢魘場面”（nightmare scenario）。但是，應當密切關注本案的特色，哪怕是案件事實的輕微改變都可能導致不同的結果。因此，如果電纜被故意或者不計後果地切斷而非疏忽所致，或者割裂電纜違反了保護第三人免受該等損失的法律規定，又或者被告的行爲違反了附保護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則加托公司即可能獲得賠償。
陸 大陸法上的解釋適用
一、電纜案件
（一）重慶電纜案件判决
上訴人黔江區永安建築有限責任公司與被上訴人黔江區民族醫院、黔江區供電有限責任公司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
——重慶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2006)渝四中法民一終字第9號民事判決書
上訴人（原審被告）重慶市黔江區永安建築有限責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鄭孝敏，該公司經理。
委託代理人熊在豐，男，生於1950年12月15日，苗族，該公司專案經理，重慶市黔江區河濱路中段。
委託代理人費明夏，重慶川東南律師事務所律師助理。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重慶市黔江區民族醫院。
法定代表人張廷滸，該醫院院長。
委託代理人王世國，重慶光界律師事務所律師助理。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重慶市黔江區供電有限責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陳默生，該公司董事長。
委託代理人李勇，重慶川東南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重慶市黔江區永安建築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永安公司）與被上訴人重慶黔江區民族醫院（以下簡稱民族醫院）、重慶市黔江區供電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供電公司）財產損害賠償糾紛一案，不服重慶市黔江區人民法院（2005）黔法民初字第228號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了審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判認定，2005年7月15日9時許，被告永安公司在所承包金三角河堤段工程的施工過程中，損壞了被告供電公司埋在該地段的10KV電力電纜，導致輸電綫路中斷，造成原告民族醫院停電26小時，影響了原告民族醫院的正常經營。事故發生後，被告永安公司于當日支付被告供電公司維修材料費10000元。被告供電公司于次日上午將被損壞的綫路予以修復，幷于12時左右恢復通電。原告民族醫院從2005年6月28日至7月27日的經營收入為平均每日6萬多元，而 2005年7月15日的經營收入為13246.17元。另查明，2005年7月15日上午8時至晚上20時，黔江區降雨16.6毫米；2005年7月15 日晚上20時至7月16日上午8時，黔江區降雨5.7毫米。
原判認爲，被告永安公司在建設施工過程中，因其注意義務不够而損壞了被告供電公司的電力設施，導致停電事故發生，幷影響原告民族醫院的正常運行而造成其可得收入减少，其行爲符合侵權行爲的構成要件，同時，《電力法》第六十條第三款規定：“因用戶或第三人的過錯給電力企業或其他用戶造成損害的，該用戶或第三人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故被告永安公司理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被告供電公司在其供電設施遭受損壞後積極履行搶修義務，幷有證據證明事發當日的天氣不宜進行安裝及修復工作，故被告供電公司的行爲無過錯，其不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辯解理由成立。因承建公用工程幷不符合法定免責的條件，故被告永安公司辯稱其承建工程系公用工程，應當免責的辯解不成立。
原告民族醫院主張因停電導致原告民族醫院于事發當日的經營收入减少，確給其造成一定經濟損失（可得利益减少）屬實。但原告每日的經營收入額具有不確定性，受多種因素影響。同時，其收入越高，成本支出越大。故以原告提供的2005年6月28日至7月27日的收支報表爲參照，結合本案實際情况，在自由裁量權範圍內酌情認定其應獲賠的損失額為25000元。
綜上所述，原告民族醫院請求被告永安公司賠償相應損失的請求於法有據，予以支持。但其要求二被告共同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訴請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三款的規定，判决：一、被告永安公司賠償原告民族醫院經濟損失25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後10日內履行；二、駁回原告民族醫院的其他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2630元、其他訴訟費1060元，合計3690元，由原告民族醫院承擔1000元，由被告永安公司承擔2690元。
上訴人永安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改判駁回對上訴人的訴訟請求，幷負擔本案的一、二審訴訟費用。其理由主要有：1、本案三方當事人法律關係不同，不能相提並論。民族醫院與供電公司是供用電合同關係，永安公司與供電公司是侵權法律關係，民族醫院與永安公司無法律意義上的任何關係，故永安公司不是本案適格的被告。永安公司不對民族醫院負賠償責任；2、永安公司承建的系公用工程，具備法定免責條件，不應當負賠償責任。原判以《電力法》第60條第3款規定，判决永安公司承擔賠償責任系適用法律錯誤。
被上訴人民族醫院答辯稱，上訴人永安公司施工過程中挖斷電纜綫，對民族醫院構成了侵權行爲，故應適用《民法通則》關于侵權損害賠償之相關規定對民族醫院的損失負賠償責任。永安公司以其施工的工程系公用工程，應當免責的理由不成立；永安公司賠付給電力公司的是材料款而非損失，沒有對答辯人盡賠償責任。
被上訴人供電公司答辯稱，本案的法律關係是侵權法律關係，上訴人對民族醫院的損失有過錯責任，供電公司本身無過錯，上訴人關于公用工程施工應予免責的上訴理由不成立，電力公司及時履行了搶修義務，民族醫院提起的是侵權之訴而非違約之訴，故答辯人不應負擔賠償責任。
經審理查明，上訴人永安公司及被上訴人供電公司就停電期間民族醫院的收入損失具體數額有異議，被上訴人民族醫院認為原判就2005年7月15日晚上20時至次日上午8時黔江區降雨5.7毫米之事實認定不實，認為不可能全天都在下大雨。對其餘認定事實，雙方無異議，本院予以確認。經查，關於停電期間黔江降雨量是否為5.7毫米，一審中已有相應證據證明，民族醫院雖對此提出了异議，但無相應證據駁斥。是否全天無間斷地降雨，雙方均無證據佐證。
本院認爲，供電公司與民族醫院之間存有供用電合同關係，供電公司沒有對涉案電纜綫實施侵權行爲，也沒有與永安公司共同實施侵權行爲，故民族醫院基于侵權之訴向供電公司請求賠償不當，供電公司在本案中不對民族醫院負賠償責任。
用戶因電纜被挖斷而遭受損失，從侵權行爲法的基本理論來講，加害人對電纜綫的切斷，損害了供電部門的物權，是“第一次損害”，而電纜綫的毀損致用戶因供電不能而遭受的損失，系“後續損害”，該後續損害是否應當得到賠償，須依據侵權法的基本構成要件，結合該用戶致損的損失應否屬于民法所應當保護的法益範圍等進行綜合評定。從因果關係要件上看，用戶遭致的損害與加害人的加害行爲之間存有相當因果關係，用戶可以基于侵權法的規定向加害人請求損害賠償，即電力用戶對此享有訴權。但侵權法不能對一切的權益作同樣的保護，必須有所區別，即以“人”的保護最為優先；“所有權”的保護次之；“財富”（經濟上利益）又次之，僅在嚴格的要件下，始受保護。但該種情形下的“後續損害賠償”，一般僅限于人身權、所有權，即除經濟損失系因用戶的人身或所有權遭受侵害而發生者外，原則上不予賠償。
經濟損失一般又稱“純粹經濟上損失”，系指被害人直接遭受財産上不利益，而非因人身或物被侵害而發生，除加害人系故意以悖于善良風俗之方法致用戶受損害的特殊情形除外，不在賠償之列。在電纜綫毀損而導致電力供應中斷時，用戶所遭受的多屬純粹經濟上損失，以不能營業之損失最爲常見。同時，純粹經濟上損失又可具體化為包括債權、營業權在內的損失，用戶多因不能營業而受有經濟損失。營業經營權被侵害得請求損害賠償，須以所受侵害與企業經營之間具有內在關聯、不易分離的關係為要件。因停電而遭受不利益的，不限于企業，亦包括家庭用戶等消費者。供電關係非屬企業特有。故挖斷電纜，導致電力中斷，不能認爲是對企業營業權的侵害。企業縱因此受有經濟上的損失，亦不能以企業營業權受侵害為理由，請求損害賠償。
純粹經濟上損失應否賠償，一般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考量：1、電力企業是法定的供應者，因過失不能提供電力時，無須對消費者所受的經濟上損失負賠償責任；2、電力中斷，事所常有，事故發生後，人身或物品未遭受損害的情况下，雖對人們的生活造成不便，有時産生經濟上損失，但電力供應短期即告回復，縱有經濟損失，亦屬輕微，一般人觀念中多認爲對此應負容忍義務。有人自備供電設施，以防意外；有人投保，避免損失等等；3、被害人對于此等意外事故，若皆得請求經濟上損失的賠償，則其請求權將漫無邊際，嚴重地加重了加害人的賠償義務，有違公平正義，也不利于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綜上所述，除經濟損失系因用戶的人身或所有權遭受侵害而發生外，原則上不予賠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力法》第六十條第三款的適用，應當基于上述適當限制加害人賠償責任的政策考量，對“損害”作限縮解釋爲因“人身或所有權遭受侵害而發生的損害”。本案民族醫院要求賠付停電期間的營業損失，性質屬於純粹經濟上損失，故其訴訟請求本院礙難支持。
綜上，原判認定事實清楚，但適用法律不當，應予改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二）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五條、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七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撤銷重慶市黔江區人民法院（2005）黔法民初字第228號民事判決；
二、駁回被上訴人民族醫院的訴訟請求。
本案一、二審案件受理費各2630元、其他訴訟費各1060元，合計各3690元，由被上訴人民族醫院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分析討論：
     1.判决理由
     2.比較法上的案例
       （1）德國聯邦法院BGHZ29,65（附錄一）
       （2）英國Spartan Steel v. Marin and Co.（1973）（附錄二）

（二）王保富遺囑無效案
王保富訴三信律師所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
　　 原告：王保富。
被告：北京市三信律師事務所。
負責人：劉成，該事務所主任。
原告王保富因與被告北京市三信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三信律師所)發生財産損害賠償糾紛，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原告訴稱：經被告見證的原告父親王守智生前所立的遺囑，由于缺少兩個以上見證人這一法定形式要件，在繼承訴訟中被法院認定無效。原告作爲繼承訴訟中的敗訴方，不僅不能按遺囑繼承得到父親的遺産，還得按法定繼承向其他繼承人付出繼承房屋的折價款。被告在見證原告父親立遺囑的過程中有過錯，侵害了原告的遺囑繼承權利，給原告造成了財産損失，應當賠償。請求判令被告賠償房屋折價款、遺囑見證代理費、兩審繼承訴訟的代理費、訴訟費等損失共計134893．75元。
被告辯稱：王守智委託被告代理的事項是見證簽字，不是見證代書遺囑。被告是根據王守智的委托，才指派了一名律師去見證王守智簽字，已經履行了自己的義務，且在見證過程中沒有過錯。至于經被告見證簽字的遺囑，其內容和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規定，被告沒有提示義務。王守智所立的遺囑，是因代書人未簽字而被認定無效。被告不是該遺囑的代書人，不應該承擔代書人的法律責任。綜上，不同意原告的訴訟請求。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2001年，原告王保富之父王守智與被告三信律師所簽訂了《非訴訟委托代理協定》書一份，約定：三信律師所接受王守智的委托，指派張合律師作爲王守智的代理人；代理事項及許可權為：代為見證；律師代理費用為6000元；支付方式為現金；支付時間為2001年8月28日；協議上還有雙方約定的其他權利義務。王守智在該協議書上簽字，三信律師所在該協議書上加蓋了公章，但該協議書未標注日期。同年9月10日，王守智又與三信律師所指派的律師張合簽訂了一份《代理非訴訟委托書》，內容爲：因見證事由，需經律師協助辦理，特委托三信律師所律師張合爲代理人，代理許可權爲：代為見證。9月17日，三信律師所出具一份《見證書》，附王守智的遺囑和三信律師所的見證各一份。王守智遺囑的第一項為：將位于北京市海澱區北太平莊鐘錶眼鏡公司宿舍11門1141號單元樓房中我的個人部分和我繼承我妻遺產部分給我大兒子王保富繼承。見證的內容為：茲有北京市海澱區北太平莊鐘錶眼鏡公司宿舍3樓4門2號的王守智老人于我們面前在前面的遺囑上親自簽字，該簽字系其真實意思表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五十五條的規定其簽字行爲真實有效。落款處有見證律師張合的簽字和三信律師所的蓋章。王守智於9月19日收到該《見證書》。
2002年12月9日，王守智去世。原告王保富於2003年1月起訴至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要求按照王守智的遺囑繼承遺産。2003年6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終審判決認定：王守智所立遺囑雖有本人、張合律師簽字且加蓋北京市三信律師事務所單位印章，但該遺囑的形式與繼承法律規定的自書、代書遺囑必備條件不符，確認王守智所立遺囑不符合遺囑繼承法定形式要件，判决王守智的遺産按法定繼承處理。王保富因此提起本案訴訟，要求三信律師所賠償經濟損失。
經核實確認，按法定繼承，原告王保富所得遺産比按遺囑繼承少114318．45元。
上述事實，有雙方當事人陳述、《非訴訟委託代理協定》、《代理非訴訟委託書》、《見證書》、三信律師所接待筆錄、(2003)海民初字第3229號民事判決書、(2003)一中民終字第5122號民事判決書等證據證實。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認為：
律師事務所是依靠聘請律師去為委託人提供服務，從而獲取相應對價的機構。繼承法律規定，代書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由其中一人代書，注明年、月、日，幷由代書人、其他見證人和遺囑人簽名。律師與普通公民都有權利作代書遺囑的見證人，但與普通公民相比，由律師作為見證人，律師就能以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識爲立遺囑人服務，使所立遺囑符合法律要求，這正是立遺囑人付出對價委托律師作爲見證人的願望所在。原告王保富的父親王守智與被告三信律師所簽訂代理協定，其目的是通過律師提供法律服務，使自己所立的遺囑産生法律效力。三信律師所明知王守智這一委托目的，應當指派兩名以上的律師作爲王守智立遺囑時的見證人，或者向王守智告知仍需他人作爲見證人，其所立遺囑方能生效。但在雙方簽訂的《非訴訟委托代理協定》書上，三信律師所僅注明委托事項及許可權是“代爲見證”。三信律師所不能以證據證明在簽訂協議時其已向王守智告知，代爲見證的含義是指僅對王守智的簽字行為負責，故應認定本案的代為見證含義是見證王守智所立的遺囑。三信律師所稱其只是爲王守智的簽字進行見證的抗辯理由，因證據不足，不能采納。《非訴訟委托代理協定》的簽約主體，是王守智和三信律師所，只有三信律師所才有權决定該所應當如何履行其與王守智簽訂的協議。張合只是三信律師所指派的律師，只能根據該所的指令辦事，無權决定該所如何行動。三信律師所辯解，關于指派張合一人去作見證人的决定，是根據王守智對張合的委托作出的，這一抗辯理由不能成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規定：“公民、法人由于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産，侵害他人財産、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被告三信律師所在履行與王守智簽訂的《非訴訟委托代理協定》時，未盡代理人應盡的職責，給委托人及遺囑受益人造成損失，應當承擔賠償責任，但賠償範圍僅限于原告王保富因遺囑無效而被减少的繼承份額。雖然三信律師所在履行協議過程中有過錯，但考慮到王保富在本案選擇的是侵權之訴而非合同之訴，况且王守智的繼承人幷非只有王保富一人，故對王保富關于三信律師所應當退還王守智向其交付的代理費之訴訟請求，不予支持。三信律師所在代為見證王守智所立遺囑過程中的過錯，不必然導致王保富提起幷堅持進行了兩審繼承訴訟，故對王保富關于三信律師所應當賠償其在兩審繼承訴訟中付出的代理費和訴訟費之訴訟請求，亦不予支持。
　　據此，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於2004年5月判決：
　　一、被告三信律師所于判决生效後7日內賠償原告王保富經濟損失114318．45元。
　　二、駁回原告王保富的其他訴訟請求。
　　案件受理費4208元，由原告王保富負擔412元，由被告別三信律師所負擔3796元。
判决後，三信律師所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理由是：根據王守智與我所簽訂的協定，我所只是爲王守智在遺囑上的簽字提供見證，不是爲王守智立遺囑的行爲見證，遺囑早就由他人代王守智寫好。在履行這一《非訴訟委託代理協定》的過程中，王守智沒有財產損失，不享有違約賠償請求權。王守智所立的遺囑，由于不具備法定形式要件而被法院認定無效，這與我所見證其簽字的行爲無關。《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第二款規定，無效的民事行爲，從行爲開始時起就沒有法律約束力。這就是說，從立遺囑時起，被上訴人王保富就沒有獲得過依王守智的遺囑繼承財產的權利。現法院認定王保富按照法定繼承獲得王守智的遺産，這才是其應當享有的權利。王保富根本沒有遭受過侵權損失，也就不享有侵權賠償請求權。原審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請求二審撤銷原審判决第一項，改判駁回王保富的全部訴訟請求。被上訴人王保富同意原判。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確認了一審查明的事實。
本案爭議焦點為：(1)三信律師所“代為見證”的，究竟是王守智在遺囑上簽字的行為，還是王守智立遺囑的行為?(2)三信律師所的見證行為是否侵犯王保富的民事權利，應否承擔賠償責任?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的律師，是指依法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第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律師事務所是律師的執業機構。”第二十七條規定：“律師擔任訴訟法律事務代理人或者非訴訟法律事務代理人的，應當在受委托的許可權內，維護委托人的合法權益。”公民在不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又想使自己的行爲符合法律要求時，通常向律師求助。律師是熟悉法律事務，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專業人員。律師在擔任非訴訟法律事務代理人時，應當在受委托的許可權內，維護委托人的合法權益。被上訴人王保富的父親王守智委託上訴人三信律師所辦理見證事宜，目的是通過熟悉法律事務的專業人員提供法律服務，使其所立遺囑具有法律效力。作爲專門從事法律服務的機構，三信律師所應當明知王守智的這一簽約目的，有義務爲王守智提供完善的法律服務，以維護委托人的合法權益。三信律師所不能以證據證明其與王守智約定的“代爲見證”，只是見證簽字者的身份和簽字行爲的真實性；也不能以證據證明在簽約時，該所已向王守智明確告知其僅是對簽字見證而非對遺囑見證，故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後果。三信律師所上訴主張其僅爲王守智簽字行爲的真實性提供見證，沒有證據支援，不予采信。
《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四十九條第一款規定：“律師違法執業或者因過錯給當事人造成損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承擔賠償責任。律師事務所賠償後，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行爲的律師追償。”王守智立遺囑行為的本意，是要將遺囑中所指的財產交由被上訴人王保富繼承。由于上訴人三信律師所接受王守智的委托後，在“代爲見證”王守智立遺囑的過程中，沒有給王守智提供完善的法律服務，以至王守智所立的遺囑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確認爲無效，王守智的遺願不能實現。無效的民事行爲自然是從行爲開始時起就沒有法律約束力，但這只是說王保富不能依法獲得遺囑繼承的權利，不是說王守智從來不想或者不能通過立遺囑把自己的財產交由王保富繼承，更不是說王保富根本就不能通過遺囑繼承的途徑來取得王守智遺產。王保富現在不能按遺囑來繼承王守智遺産的根本原因，是三信律師所沒有給王守智提供完善的法律服務，以至王守智立下了無效遺囑。三信律師所履行自己職責中的過錯，侵害了王保富依遺囑繼承王守智遺産的權利，由此給王保富造成損失，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綜上，原審認定事實清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的規定判决上訴人三信律師所賠償被上訴人王保富因不能按遺囑繼承而遭受的財産損失，適用法律正確，處理幷無不當，應當維持。三信律師所的上訴理由均不能成立，應當駁回。據此，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於2004年12月1日判決：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一審案件受理費按一審判決執行；二審案件受理費4208元，由上訴人三信律師所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分析討論：
請求權基礎
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
侵權責任法第6條、第2條
受侵害的權益
財産權
財産：純粹經濟損失
案例比較：英國法上的Jones v.White，House of Lords（1995） Z AC 207（附錄三）
三、電纜案與遺囑無效案的比較
（一）具有啓發性的重要判决
（二）同爲純粹經濟損失
（三）利益衡量，價值判斷與法律政策

四、侵害他人債權
1.甲傷害乙的員工丙，乙支出醫療費用，丙不能上班須雇他人受有損失
2.甲毀損乙售予丙的某貨車，丙因不能使用該車受有營業損失
3.甲先出售某屋給乙，再讓售給丙。幷移轉其所有權時，分就以下三種情形說明得向丙主張何種權利：
  （1）丙不知甲乙間買賣；
  （2）丙因過失不知甲乙間買賣；
  （3）丙明知甲乙間買賣；
  （4）丙故意使乙受損失而買賣該屋。
柒  結論
一、純粹經濟損失在侵權法上的保護

二、案例比較、异同發現、共同核心

三、大陸侵權責任法第6條、第2條：

財産權益的保護：立法政策與法律解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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